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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空间视域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启示 

武文杰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中国规划协会 Global 

Board of Directors 

孙瑞东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城

市群作为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成为当前国民经济活动中富有活力的空间组织。如

何有效推动跨区域联防联控成为提升现代城市治理体系的重点，符合《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国家政策的战略需求。 

本报告在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视域下，按照“时间-空间-扩散-关联”这一主

线，运用截至 2 月 19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疫情数据和地理信息化手段，从多层

空间尺度探究城市群空间结构驱动下疫情扩散的时空演变，在跨城市治理理论依

据与城市空间结构经验证据方面进行探讨，揭示疫情扩散对城市群联防联控治理

机制的重构启示。 

一、疫情扩散演变呈非线性增长态势，具有空间集聚特征 

从疫情确诊病例数量来分析，在 1 月 23 日至 2 月 19 日时间段内，呈非线

性递增趋势。观察疫源地武汉、其所处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六大城市群确诊病

例占全国总确诊病例的比重（图 1-2），可见武汉确诊病例占全国一半左右，而

另外将近 30%左右的病例均来长江中游城市群。从变化趋势上看（图 1-2），封城

之初到 2 月 1 日这一周，武汉比重较低，而到 2 月 10 日、19 日比重开始上升，

即相对更多确诊病例出现在疫源地，这意味着封城效果明显，病原扩散得到一定

程度的遏制，城市群整体的占比趋于稳定。 

城市群作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是流动人口集聚的重要平台，亦是疫

情集聚的地区。从空间分布上看，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等 6 大城市群的疫情确诊病

例占全国比重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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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及六大城市群确诊病例数 

 

图 2 武汉、长江中游城市群、六大主要城市群确诊病例占全国所有确诊病例比重 

二、疫情集聚呈“中心-边缘”结构特征 

城市群的首位核心城市确诊病例数在城市群中占比均较高（图 3-5），人口

与产业的高度集聚与核心城市的疫情高爆发情况相关。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武汉占长江中游城市群比重接近 80%。长江中游城市群疫情扩散分布呈现典型的

由核心城市向外辐射的特征，到 2 月 19 日 0 点，疫情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武汉、

孝感-荆州、咸宁、黄冈-宜春、南昌-抚州等圈层式扩散特征，这与中心-边缘城

市体系结构特征相吻合（图 6）。而武汉周边的孝感、黄冈也是疫情高发区，尽

管其确诊人数远低于武汉，但也高于城市群其他城市（如到 2 月 19 日武汉累计

确诊人数 44412 人，孝感和黄冈分别 3344 人、2844 人，其他城市共计 10533 人）。

这表明这种地理空间分布并非极化的单中心模式，而是呈现出“强中心-次中心-

边缘区“”的集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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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月 10 日 0 点六大城市群各城市确诊病例数 

 

图 4 2 月 19 日 0 点六大城市群各城市确诊病例数 

 

图 5  六大城市群核心城市确诊病例占该城市群总确诊病例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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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1 月 25 日 0点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确诊病例数分布 

 

图 6-2  2 月 1日 0点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确诊病例数分布 

 

图 6-3 2 月 10 日 0点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确诊病例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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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2 月 19 日 0点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确诊病例数分布 

为了进一步观察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疫情集中程度，我们可以借鉴城市空间

结构研究中常使用的“城市首位度”指标，该指标衡量城市群或城镇体系中的城

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目前普遍用四城市指数来测度城市首位度，

即城市群中首位城市人口规模占第二、三、四位城市人口规模之和的比重 。类

似地，可以使用城市确诊病例人数规模来测算“城市疫情首位度”（表 1）。研究

发现，城市群核心城市疫情首位度高于人口规模首位度，此次疫情在核心城市爆

发的集中度高。从时序上看，核心城市的疫情首位度不断攀升，城市群疫情分布

“中心-边缘”特质逐渐显化。在疫情面前，特大城市、大城市高度集聚甚至过

度集聚的发展模式正在遭受挑战。 

2003 年非典型肺炎期间，国家卫健委从 2003 年 4 月 18 日开始通报各省份

确诊病例数 ，确诊病例数最多的省份依次为北京、广东、山西和河北（图 7），

尤以北京、广州两大都市为最，而京津冀地区（与今京津京冀城市群地理范围相

近）珠三角地区（与仅粤港澳大湾区地理范围相近）确诊病例数占全国总病例数

的比重近 85%。与此次新冠疫情相比，非典病例在空间分布上更为集中，极化性

更强，同时其扩散速度和范围也相对更小。究其原因，除病毒本身特质相异、此

次新冠疫情发生时间与春节人口流动高峰期重叠之外，也在于较之于 17 年前，

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现在城际、省际经济社会联系更为密切，交通便利

度更高，人口流动性更强。因此应当从城市间联系的视角解读和应对此次疫情，

切实开展城市间区域间的联防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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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3 年 4月—6 月期间主要省份非典确诊病例变化趋势 

 

三、疫情扩散的边界溢出效应 

中原城市群是距离武汉相对较近的地区。此次疫情扩散期间，中原城市群

的首位核心城市郑州疫情控制相对较好，其确诊病例在城市群的比重相对较低。

但距离疫源地武汉相对更近的信阳市和南阳市疫情严重（图 7）。疫情扩散的边

界溢出效应亟待跨区域进行联防联控引导。 

 

图 8-1  1 月 25 日 0点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确诊病例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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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2 月 1日 0 点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确诊病例数分布 

 

图 8-3 2 月 10 日 0点  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确诊病例数分布 

 

图 8-4  2 月 19 日 0点  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确诊病例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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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群内呈现人口分布集聚与疫情分布离散的态势 

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中，常使用帕累托指数描述城市空间结构特征，按照

城市群空间结构分形维数研究假设，帕累托指数越接近于 1，城市群系统形态越

好，大于 1意味着城市群内部大多数城市规模高于理想规模状态，小于 1则意味

着城市群内各城市规模较不均衡 。类似地，可以使用城市累计确诊病例数计算

城市群的“疫情帕累托指数”，用以量化反映城市群内疫情分布形态规律。 

基于 2017 年各城市年度平均人口数（数据来源于 2018 年《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和四个时间节点的城市确诊病例数，利用 OLS 回归得到六大城市群的帕

累托指数的初步分析结果（表 2）。可以看出，城市群帕累托指数均高于 1（第一

列），说明城市群内各城市人口规模分布集中，城市化水平较高。相较而言，各

城市群的疫情帕累托指数均小于 1，这意味着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疫情规模分布则

非常离散，即疫情并没有发生广泛的扩散，而在少数城市集中爆发，这也归功于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及时发现与控制。而长江中游城市群这一指数极低且呈现

降低趋势，武汉封城举措效果明显，有效遏制了疾病的传播。 

五、城市间如何实现有效地联防联控 

应对人口流动，政府、社区、企业通力协作。人口流动是此次疫情传播的

核心途径，人口流动不可不免，使得城市群联防联控疫情势在必行，而不同城市

群人口流动特征不同，《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8》指出，珠三角地区以省际

人口流动为主；京津冀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人口则是大部分流向北京；成渝城市

群人口主要流向成都、重庆两大核心城市。以 2 月 22 日当日为例，全国热门迁

入地（目的地）是深圳市、东莞市和广州市，迁入人口数量分别占全国迁入人口

总量的 3.53%、3.21%和 3.16，排在前 10 还有佛山市、苏州市、杭州市、成都市、

中山市、上海市和宁波市 ，可以看出，复工潮集中在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

湾区和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如何避免复工潮带来的疫情再次扩散成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需要政府-

社区-企业层面的通力协作。城市群政府交通部门、卫生部门之间应当尽力开展

人口流动数据实时共享，对流动人口的行迹追溯、健康数据监测和系统备案；社

区对迁入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健康检查、做好来访登记和踪迹监测，开展民警、

医生、居民同步监管；复工企业应该严格遵照 2 月 21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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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切实掌握员工的流动情况、健

康情况并定时上报，做好工作场所防控，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

工作制等模式。政府、企业和社区形成实时信息共享，进行综合研判、明确分级

分类的防控策略，有效避免复工工潮带来疫情的再度扩散。 

共享共治，区域间城市间有效合作。开展跨区域、跨城市疫情联防联控有

利于防疫抗疫任务的及时调整和高效完成，迅速定位确诊和疑似病例的踪迹，及

时干预疫情传播的关键路径。具体地，可以进行区域间统一调配救援力量和物质

资源；搭建城市间、区域间实时共享的疫情大数据平台；利用核心城市、核心医

院的优秀专家资源，通过远程会诊系统对偏远地区医院的重症患者进行网上问诊

等。进一步地，成立跨城市、跨区域合作的风险治理机构，跨行政边界共建共享

基础设施，从而实现疫情之后其他风险灾害的区域联防共治。本文作者武文杰教

授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Yiming Wang 教授编著的《The Geography of Mobility, 

Wellbeing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through Big Data》一书国际 Routledge 出版于 2020 年发布 。在跨区域治理联

防联控背景下，书中案例依托中国城市内部和城市间案例，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

进行人口流动、公众福祉与地区发展的研究，为大数据在城市治理的应用提供参

考。 

为计深远，因地制宜提高城市韧性。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城市韧性

是一个城市的个人、社区、机构、企业和系统在经历各种慢性和急性压力冲击下，

仍能存在、适应和成长的能力。此次疫情初期与春节返乡潮时间叠加，人口的大

范围流动造成了疫情的迅速扩散，最初通过阻断人口流动的确有效遏制了疫情的

快速传播，武汉封城也确实是紧急情势下的明智之举，但目前阻断人流物流造成

的物资短缺、物价上涨（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已经同比上涨 5.4% ），相较于

边缘城市，这对核心城市、大城市居民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另一方面，疫情

中邻近武汉的仙桃、天门、潜江三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县级市也遭受重创，

天门市病死率一度成为最高，“灯下黑”的弊端在疫情灾难下愈加明显，疫情之

后，武汉等核心城市可能会更快恢复运转，而城市群边缘城市、中小城市如何恢

复经济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因此，疫情应对不应一概而论、一成不变，对不同特质的城市进行分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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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和针对性指导，因地制宜地建设韧性城市。随着近日来新增确诊病例的减少、

疫情拐点的出现，政策也应当随之做出调整，既要控制疫情，又要满足城市居民

基本生产生活需求。此时，城市内、城市间相关部门信息沟通越及时有效、负责

人对任务实时调整反应越迅速，越能够有效提高后期恢复工作效率。也应促进城

市秩序恢复，在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长期规划、加强建设，提高抵

御灾害的能力，从而调整甚至抓住机遇，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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